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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存与互嵌：河湟区域社会各民族的生计模式 

董玫

兰州文理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  甘肃省兰州市 730000

摘　要：河湟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边界，黄河、湟水和大通河交汇的河谷地带。这里河流与山脉互嵌，民族众多，造成生

计模式的多样性。本文聚焦河湟生计模，探索各民族生计模式在各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互惠互补关系；及其对该地区民族共融的

族群关系的影响力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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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河湟社会的生计模式呈现出一种持续稳定的缓慢发展，

几乎无质的变化；清末民初，兴起的城市促生大量新型生计模式，

如现代商业、社会服务业以及粗放式工业等，成为支撑河湟经济

发展的重要部分。同时，传统的游牧和农耕型生计方式依然重要，

是河湟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底色和特色。

河湟社会中的藏族和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，农业为辅；以

经商著称的回族散居在整个区域；汉族多事农业，集中在川水地

带以及城镇，在浅山区也有分布；土族 [10] 主要集中分布在湟水

和大通河之间的河湟东北部地区，以农耕为主；东乡族、保安族

和撒拉族以手工技艺见长。

一、自然环境对农牧分布的影响

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，生计方式高度依赖自然环境。河

湟地区恰好符合“垂直气候特征适宜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生活在

不同的地理空间。活动在河谷地带的民族偏重农业，手工业，高

山民族偏重牧业；加之这地带正位于‘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’[11]

上，……成为民族迁徙的必经之地”的条件 [12]。这里平均海拔

2000-2500 米之间，属于高原浅山丘陵地貌，既有适宜放牧的高

山草甸草原，又有谷地河道为农牧业提供水源；这些令多种经济

模式互补兼容成为现实。

农业是河湟生产方式的底色，是各族农耕者基于自然条件的

自觉选择。适宜农耕的海拔和温度以及纵横阡陌的河流保障农业

生产。河湟谷地又不同于其它大型冲击平原，青藏高原和黄土高

原两大板块的对冲令地貌呈现出多样性：以积石山为例，其河谷

海拔约 1800 米，是重要的旱作农业地区；大小积石东麓西麓海

拔 2300-2600 米之间的高山草甸是优质天然牧场；最高峰达里加

峰则达到海拔 4636 米，降水丰沛，森林覆盖率 90％，以林业为主。

这种垂直地貌为农牧互嵌提供了自然条件。川水区海拔在 2000

米左右，适合精耕细作；山脚下的浅山区和脑山区海拔约 2500-

3000 米，耕地依赖降水，农业开发程度浅，适宜以畜牧为主，

兼耕种。

畜牧业是河湟生产方式的特色，是游牧族群的传统生计模

式。河湟谷地的西北边缘——日月山是河湟谷地与青海湖区的分

界线，也是河湟牧业和农业的分水岭。海拔 4000 米的日月山阻

隔温暖的太平洋季风，山麓东侧阡陌纵横，是大片的良田；西侧

是无际的草原牧场，牛羊点缀其间，一派塞外风光。西汉末年，

王莽曾在此设西海郡，强迫中原数万移民在此开发耕地，以期“四

海统一”。然而，寒冷恶劣的高原气候不宜耕作，新朝瓦解时，

西海郡被羌人夺回，恢复游牧生计。至今青海湖以西仍是重要的

牧区。

二、古代河湟农业与牧业的变迁过程
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中写西羌部落：“所居无常，依随水草，

地少五谷，以产牧为业”，可知逐水草而居，以畜牧为生是早期

先民的生计方式。两汉，羌汉之战改变了游牧部落的分布格局，

赵充国“屯田召降”的治边之策将中央权力扩大到河西走廊。这

里的耕地的面积迅速扩张至青海湖区域，迫使此地游牧的羌人西

徙。除了屯垦的汉人，在汉族杂居的陇南、天水、陕西南部和四

川松潘一带，西戎部落的一支——氐人因“俗能织布，善种田”，

且“熟知中国语”，[13] 逐渐壮大。晋太元 5 年（380 年），氐人

苻坚徙 3000 户进入河湟地区，至枹罕，史称“枹罕诸氐”。他

们逐渐融入当地羌人和鲜卑人中，推广耕作，遂繁盛。

古代河湟政权还平汉国、前赵国、前秦、后凉、吐谷浑、唃

厮啰等。他们大都通过战争方式来掠夺土地、人口和财富，之后

沿袭农牧兼蓄的生产模式。本质上，战争互动是一次次以农耕为

主的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游牧势力的较量，“一般而言，当中原

王朝国势强盛时，农牧边缘地带处在中原王朝控制之下，随之内

地大批汉人迁往屯垦戍边。这里被农耕文明所淹没；当中原王朝

国事衰退时，周边游牧民族往往趁虚而入夺取这些土地”[14]，农

业生产随之遭受相当程度的破坏。因此说，伴随着政治势力博弈

的是农耕与游牧生计的一次次拉锯战。随着汉族屯垦移民不断迁

入河湟社会，其结果就是适合农耕的土地不断扩大，河谷地带主

要以农业生产为主。“抚循军民”，于是“河州遂为乐土”。[15]

但是，河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并没有使得游牧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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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退，迄今，这里的畜牧业发达程度不亚于农业，“人们普遍认

为农业文明发达地带处于中心位置，而游牧文化却受地理因素的

影响，只能在边缘地带发展。事实上，青藏高原同是人类文明的

发源地；不仅如此，青藏高原还孕育了多元的游牧、宗教、艺术

等”[16]。河湟独特的文化以及相互依存的生计是农耕和游牧文化

撞击、叠加、融合的产物，也是多族群共同长期生活的结果。

三、近代以来工商业的繁荣

早在唃厮啰时期（997-1056），河湟一带的丝绸之路南道（吐

谷浑路）畅通无阻，西域商人往来于汴京与西域诸国之间，邈川、

临谷、青唐等地设互市，西域的财富经过河湟源源不断输入中原，

河湟社会持续繁盛。吐蕃每年为宋朝输送近数万良马，商业同时

还带动了农牧业的发展。元明时期，“元人控驭西番，恒以西平

为要地，明初，置卫屯兵，兼设茶马司于此，用以驭制番戎云。”[17]

清末，左宗棠在整个平定战乱的过程中，目睹西北之落后，民生

之凋敝。他认为“穷极生变”是陕甘之乱的根本原因，着意发展

近代教育和工业。因此，河湟社会发生了巨变，其近代生计模式

也逐渐衍生出商业、社会服务业和采掘业等。

（一）善于经商的河湟回族  

河湟的地理优势是商贸发展的重要条件——汉藏交界令“买

茶易马，固为一事”，马匹和茶业是中原边防与游牧饮食的刚需，

贸易络绎不绝。北宋时期，丝绸之路被西夏隔断，河湟南道变成

主干道，河湟一带产生诸多贸易中心，如丹噶尔古城，就是当时

唐蕃古道和丝绸南路的交汇点，见证了农耕与游牧的交流。元代

重视商业，许多穆斯林“斡脱”[18] 商队的足迹遍布全国，其中的

大多数是河湟一带的回族。明洪武年间，秦州开设茶司，随后在

“秦、洮、河、雅诸州”设茶马司。清代以来，以河州和西宁为

中心，临潭、拉卜楞、塔尔寺、贵德、湟源等地已成为重要的贸

易集散地。

除茶马交易，河湟牧区的皮毛在近代也成为外销的主要产品。

光绪三年（1877 年），左宗棠在兰州创建织呢总局，一时间河

湟羊毛供不应求。更有甚者，来自英、德等国德洋商专程来到循

化、同仁等地设专号采购羊毛：“若洋商、皮商，更协巨资，开

设羊毛行。县内设有羊毛行十五六处。资本少者万金，多者十余

万，专购皮马毛，辇归制造。”[19] 这些洋号大多雇用当地回族商

人，近代河湟皮毛生意盛极一时，成为回族的主要生计模式。此

外，大片原始森林富含珍贵的药材，河湟鹿茸、麝香、虫草、当

归、大黄、甘草等在内地需求量大；内地产的布匹、绸缎、陶瓷

等又是藏区的生活必需品，这种供需关系中蕴含巨大的商机，另

外，牧区粮食匮乏，“宁郡不产粳栗，米皆贩自他邑”[20]，回族

商人往来奔忙于内地牧区的同时获得巨额利润。

回族经商方式一般有两种，固定开设商铺、摊点、旅店的叫

坐商；运送货物流动售卖谓之行商。行商的“回商入藏区者……

以牛驮货，携带、帐篷、炒面、米粮，使用器具及自卫枪等，路

上同行，至交易点后，则各投藏民‘主人家’（部落首领），由

‘主人家’介绍，或直接与藏民进行交易，交易或通用货币，或

物物交换”[21]。 坐商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寺院、卫堡、渡口，这

些地方逐渐形成集镇，为农牧交易提供服务，集镇中有固定的坐

商，也有赶集的行商。《甘肃通志稿·建置志》中记载，民国时

期河州集镇 17 处，西宁 4 处，循化 2 处，有些集镇“有肆无集” 

。据《大通县志》记载，大通城南的新城贸易繁荣，有商铺 300

户以上，还设有典当行。[22]     

（二）从事手工业的东乡族和保安族

元代从中亚到此地的工匠是东乡族和保安族最早的先民，他

们将祖先高超的手工技艺带到河湟，以此谋生，将之发扬光大。

今天东乡县有许多东乡语地名与生计有关，“勉古赤”意为

银匠、“阿类赤”（编织匠）、“托木赤”（铁匠）、“依哈赤”

（钉碗匠）、“陶毛赤”（制革匠）等，如实记录了本民族传统

的生活方式。在水流湍急的黄河上，有一种专门从事运的人群被

称为“筏子客”，他们大都是些贫苦勇敢乐观的东乡族人。清代，

康熙朝河州知州王全臣有诗云：“回车渡黄河，河干日已昃。……

高下任狂波，惊悸为失色。涉险思履危，使我中心恻。

保安族除务农、经商外，擅长冶铁。保安腰刀精美耐用，深

受藏族、蒙古族牧民的喜爱。从元代起，保安族就以冶铁打刀著

称。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在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蒙

古人结束花剌子模的战斗，掳掠驱奴，进行抢劫屠杀，血腥镇压，

再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，送到东方诸国。”保安族人把自己祖先

精湛的铸造技艺适用于当地需求，突破创新，在清末民初逐渐完

善成型保安腰刀制作工艺，实用性和审美性兼备，比较有名的样

式有“什样锦”、“双落”、“扁鞘”“蒙古刀”“哈萨克刀”

等等。近代保安人的冶铁业往往是用来补贴农业收入不足的第二

产业，也有部分保安族工艺匠人专事冶铁。1958 年的社会调查中，

居住在保安三庄甘河滩村的一户铁匠家“家庭生活 99％依靠打

刀。”[24] 保安人在从事几百年的“果尔”（工匠）生产活动中，

一方面继承完善先祖谋生的技艺，是保安族男子独特的生计方式；

另一方面将穆斯林文化和审美情趣与周边民族的需求结合起来，

创造出本民族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[25]。

结 语

通过民族分布、生态环境、生计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考察，我

们切实感受到河湟传统生计模式体现出一种互补、协作、分配的

结群关系。这种关系在区域经济方面体现在各族群利益最大化，

同时确保族群生产生活的延续；在文化方面既保留传承祖先记忆，

又在吸纳其他族群文化基础上发展本族文化；在族际关系方面，

保持与他族清晰的边界，内部成员亲密互助。但是，河湟的自然

物质条件和多民族共生的人文特点决定了“小结群”关系必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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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结群”关系中以弥散和嵌入的方式共存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

你。这是民族共同体自在到自觉的典型范例。

本文系教改项目《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国传统音乐在高校声乐

教学中践行“美育浸润行动”实施路径》的阶段性成果。项目编

号：2024-ZL-jxgg-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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